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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能否降低人的攻击性?
———基于高职学生网络语言霸凌的条件过程模型分析

徐 小 容1,2,胡 佳 思2

(西南大学1.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2.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为探析高职学生群体现状及网络语言霸凌行为的发生机制,基于已有文献和挫折—攻击、

公羊博弈等理论构建了条件过程模型。运用问卷法对20233名高职学生进行调查分析发现:(1)农村籍高

职学生占比较大且相对剥夺感普遍较高;(2)民办高职院校学生心理状态相对不佳且网络语言霸凌水平较

高;(3)相对剥夺感直接正向预测网络语言霸凌行为;(4)高幸福感弱化网络语言霸凌行为、强化学业成就。

明确了相对剥夺感“如何”影响网络语言霸凌行为(学业成就的中介作用),且对“幸福感能否降低人的攻击

性?”这一问题作出了具体回答。研究结果对高职学生群体网络语言霸凌行为的抑制、学业成就行为的强

化有一定意义,并为幸福感在攻击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提供了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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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与移动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今世界已全面进入网络时代。据相

关统计,我国网络普及率已达75.6%,网民规模达10.67亿[1]。在网络普及率与网民规模再创历

史新高的同时,网络乱象问题也层出不穷。由于网络空间具有隐匿性与随意性,部分用户在网络

使用过程中容易忽略自身真实的社会身份进行非理性化的情感宣泄,往往因发表一些超越道德

准则的过激言论造成网络霸凌事件频发。网络霸凌事件正呈现普遍化趋势,被霸凌者已逐渐从

公众人物转向普通民众,如网络寻亲男孩刘学洲被网暴致死、打赏骑手200元的上海女孩因网暴

自杀等事件已屡见不鲜。为此,网络霸凌事件及其整治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家与社会关注的焦点。

2020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联合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中提到,

对涉及未成年人网络欺凌和暴力行为予以查处[2]。2022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委员会办公室宣布开展为期1个月的“清朗·2022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将网络暴

力整治放在首位[3]。如何整治网络霸凌是焦点,但从源头入手分析网络霸凌加害者的心理特点

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网络霸凌是个人或群体使用信息传播技术,有意、重复地实施旨在伤害他人的恶意行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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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书写形式的网络霸凌(具体表现为语言霸凌)和视觉形式的网络霸凌(具体表现为诋毁性质的

视频和照片)[4-5]。其中,网络语言霸凌往往因“成本”小、针对性强、全方位打击等特点在网络霸

凌的众多方式中“独占鳌头”。网络语言霸凌现象严重扰乱了公共网络环境,如低俗骂战的普遍

化和特定人群的污名化,严重时将致使受害者发生自杀或谋杀等危及生命安全的行为。网络语

言霸凌正呈现年轻化趋势,10~29岁人群占我国网民群体的28.5%[1],其中不乏血气方刚的大

学生群体,大学生相对不成熟的心理特征及网络环境的虚拟性往往是网络语言霸凌事件的重要

诱因。

目前关于大学生网络语言霸凌现象的研究不多,但仍能够通过以往关于网络欺凌现象的研

究推测出:探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大学生群体数量在网络欺凌现象上的孰高孰低曾是研究的

焦点。如孙晓霞等人认为,与普通院校大学生相比,高职院校学生学业压力轻、相对心理压力小,

网络欺凌发生率低[6];方伟则认为,高职院校学生网络欺凌的发生率明显高于中学生和非高职类

高校等其他学生群体[7]。然而,由于学业活动与心理特征等差异使得探讨二者群体数量在网络

语言霸凌现象上的差别已无显著意义,深层探究网络语言霸凌事件频发的原因与发生机制才是

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范畴。一方面,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与方式差异明显,这使

得高职学生群体在网络语言霸凌上的根源探析及干预相较于普通本科学生群体存在特殊性;另

一方面,目前高职院校学生的招考录取虽有本科层次,但大部分仍处于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层次,

这些学生在水平和能力上相较于普通本科高校学生有较大差异,且其社会认同感也相对偏低,因

而更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间接影响其人格塑造和行为状态。因此,探究高职学生群体的网

络语言霸凌发生机制,不仅能够完善网络语言霸凌的研究,还利于分析高职学生群体现状。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相对剥夺感与网络语言霸凌的关系

相对剥夺感(RelativeDeprivation,RD)是个体与参照群体相比,个体对自身不利地位的主观

感知,这种不利的感知并非来源于绝对劣势而是来源于相比较的结果,参照群体包括横向参照群

体(如他人)和纵向参照群体(如曾经的自己)[8-9]。高职学生群体更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该群体

不仅容易对学业现状与过去期待是否相符作判断,还容易跟年龄相仿的学生群体(如普通高校本

科学生)作比较,当判断与对比结果出现劣势时即产生相对剥夺感。研究显示,性别、年龄、父母

婚姻状况、独生与否、家庭来源以及学生的贫困状况与相对剥夺感显著相关[10],而感知到的相对

剥夺又会诱发个体暴力活动、财产犯罪、药物滥用等社会越轨行为[11]。

挫折—攻击理论表明,挫折将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12]。当个体通过与参照物进行对比感知

不利后,引起的一系列挫折感附属情绪是个体产生攻击行为的重要因素,相对剥夺感就从属其

中。研究表明,相对剥夺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攻击行为。例如,群体相对剥夺感显著正向预测网

络集群攻击行为[13],相对剥夺感通过自我损耗的中介作用预测大学生网上攻击、冲突等网络过

激行为[14]。霸凌是有意图或无意图的攻击性行为[15],网络霸凌是传统霸凌在电子媒体中的延

伸[5]。由此可知,网络语言霸凌是网络霸凌的形式之一,从属于攻击性行为,相对剥夺感能否对

其正向预测,已有研究未直接表明。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相对剥夺感能直接正向预测高

职学生的网络语言霸凌行为。

(二)学业成就在相对剥夺感与网络语言霸凌中的中介作用

心理资本是“个体具有的一种积极的心理发展状态”,并且“可以扩增其他有形资本(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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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和无形资本(如人力、社交)”[16],这意味着心理资本将对个体的认知、工作、社交的过程产

生积极影响。大学生学业成就作为个体在高等教育场域下接受教育教学活动和训练的成果体

现,是衡量高校教育质量和大学生发展的重要指标[17],心理资本的积极属性能够促进学生的认

知参与过程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业成就,如心理资本的子维度自信、责任、韧性和乐观均对学业成

就有较强的预测力[18]。相反,带有消极属性的相对剥夺感则能够阻断学生的认知参与过程,如

与同辈群体进行对比后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会导致学龄青年辍学行为的发生[19]。以往研究倾向

通过分析相对剥夺感对认知过程的促进或阻断作用,进而间接证明相对剥夺感对学生学业成就

的影响,但相对剥夺感能否直接预测学业成就,以往研究未给出明确答案。

社会控制理论认为,每个个体都有犯罪或从事越轨活动的潜在动力,但决定个体是否发生上

述行为的关键因素是个体与社会联系(包括依恋、奉献、卷入、信念四个方面)的紧密程度[20]。当

个体与社会联系程度变强时,社会将发挥其“纽带约束力”的控制作用,抑制学生犯罪或越轨行为

的发生。针对“卷入”而言,卷入(又称投入)可指个体在教育方面的主观努力程度[21]。当个体在

学业活动上呈现高度卷入的状态时,个体与学校及社会联系变强,发生越轨行为的可能减少。学

业成就能够衡量个体在学业活动上的卷入情况,如初中生的学习投入与学业成就存在显著正相

关[22]。攻击行为是越轨行为的一种,这意味着当个体的学业成就不佳,即低程度卷入学业活动

时,个体与社会的联系变弱,这时社会将无法发挥其“纽带约束力”的作用抑制个体攻击行为的发

生,如初中生的学业成绩显著负向预测随后的攻击行为[22]、儿童青少年在学业成绩方面遭受挫

折更容易激发攻击行为[23]。由此可知,相对剥夺感可能引起网络语言霸凌行为(攻击行为)发

生,但学习行为的高度卷入能否充当上述“纽带约束力”抑制高职学生网络语言霸凌行为的发生,

即相对剥夺感能否通过学业成就对网络语言霸凌产生影响,尚无研究证实。

为丰富大学生学业成就的研究群体和研究范围,本研究从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高职学生群

体入手,一方面以心理资本理论为依据研究相对剥夺感对学业成就的直接影响作用,另一方面以

社会控制理论为依据探析相对剥夺感、学业成就与网络语言霸凌的深层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提

出假设 H2:学业成就在相对剥夺感与高职学生网络语言霸凌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三)幸福感在影响网络语言霸凌路径上的调节作用

两只公羊在独木桥两侧相遇,桥下是万丈深渊,独木桥只容许一只公羊先行,如若双方僵持,

待体力不支时则全部掉入深渊摔死[24]。“谁先让?”成了化解矛盾冲突的关键,这也是公羊博弈

理论关注的核心范畴。公羊博弈论提出了“当双方陷入争执或冲突时,谁先让?”的命题,而单独

分析这一命题无法判断“谁先让”的合理性。若给两只公羊加上背景,如一方家境充裕、家庭幸福

美满,另一方穷困潦倒、家庭支离破碎,在这样的背景下“谁先让”的答案便显而易见,即生活顺

遂、幸福感强的一方礼让的可能性更大,这即是“幸福让”法则。所谓“幸福让”就是当双方面临迫

不得已的冲突或竞争时,其中一方的退让并非由妥协和畏惧心理引起,而是幸福感在冲突过程中

起到了调节作用,即幸福感的提高能够降低人的斗争性。幸福感作为一种心理体验,既是对生活

客观条件的事实判断,又是对生活主观满足程度的价值判断,其核心和基础是人的主观感

受[25-26]。幸福感影响人的行为,一方面,幸福感能够预测攻击行为的发生,如公交司机的幸福感

与其攻击性驾驶行为呈负相关[27];另一方面,幸福感能够对人的社交行为进行调节,如幸福感能

够调节孤独感和社交回避的关系[28]。

公羊博弈论的道理通俗易懂,但目前未有关于幸福感调节攻击行为的直接研究证实,因此,

求证公羊博弈论的真实性便是本研究希冀通过实证数据验证的核心命题。人的主观感受处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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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水平,幸福感同样如此,其高低伴随日常生活状况和情感状态变化,尽管攻击行为的发生受负

性情绪的影响,但其关系错综复杂,时而增强时而减弱,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暗示其中可能有幸

福感在起作用,即幸福感能够降低人的攻击性。

基于假设 H1,为了探究该过程中幸福感是否能够发挥调节作用降低人的攻击性,本研究提

出假设 H3:幸福感在相对剥夺感和网络语言霸凌行为之间有显著调节作用。

此外基于假设 H2,学业成就将预测网络语言霸凌行为的发生,但由于个体差异并非人人如

此,为探究其中是否同样受到了幸福感的调节,本研究提出假设 H4:幸福感在学业成就和网络语

言霸凌之间有显著调节作用。综上,本研究基于挫折—攻击理论、心理资本理论、社会控制理论、

公羊博弈理论及相关研究,以相对剥夺感为自变量、网络语言霸凌为因变量、学业成就为中介变

量、幸福感为调节变量建构了一个条件过程分析模型(如图1),旨在探究相对剥夺感如何影响网

络语言霸凌行为,以及幸福感在何时对网络语言霸凌行为的影响更显著。

图1 条件过程分析模型假设示意图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东、中、西部数十所高职专科院校,通过问卷星平台向来自全国11个省份的高职专

科学生发放电子问卷,最终共回收20377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20233份,问

卷有效率为99.3%。调查对象中,女生占多数(71.7%);父亲、母亲职业为农民的高职学生占多数

(分别为76.5%和77.7%);农村籍高职学生占多数(86.4%);公办高职院校学生占多数(70.8%)。

(二)研究工具

1.相对剥夺感量表

采用卡兰(MitchellJ.Callan)等人于2008年编定的相对剥夺感量表(PersonalRelativeDep-

rivationScale)。该量表由4个题项构成,采用6级计分方式(“非常不同意”=1,“非常同意”=

6),其中题项2“和其他像我一样的人相比,我感到我是有特权的”和题项4“当我和别人比较我所

拥有的东西时,我意识到我很富有”为反向计分[29]。分数越高表明个体体验到的相对剥夺感程

度越高。经检验,问卷整体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5,信度良好;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各项目

因子载荷均大于0.60,x2/df =24.243,RMSEA=0.034,CFI=0.997,TLI=0.990,RMR=

0.014,模型拟合良好。

2.网络语言霸凌量表

改编由采廷(BayramCetin)等人于2011编制的网络霸凌量表(CyberVictimAndBullying
Scale)。该量表由网络语言霸凌、隐匿身份和网络伪造欺诈三个维度构成[30],选取网络语言霸凌

维度进行测试,即网络语言霸凌量表(CyberVerbalBullyingScale)。该量表共7个题项,采用

5级计分方式(“从来没有”=1,“总是”=5),得分越高表示网络语言霸凌情况越严重。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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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整体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1,信度较高;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各项目因子载荷均大于

0.68,x2/df=245.313,RMSEA=0.11,CFI=0.96,TLI=0.939,RMR=0.011,模型拟合良好。

3.学业成就量表

采用王雁飞等人于2002年改编的学业成就量表。该量表分为学习绩效、人际促进、学习奉

献和客观成绩四个维度,共19个题项,客观成绩采取5级计分方式(“低”=1,“高”=5),其余维

度采取6级计分方式(“低”=1,“高”=6),分数越高表示学业成就越高[18]。经检验,问卷整体的

Cronbach’sα系数为0.96,信度较高,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各项目因子载荷均大于0.67,x2/df=

175.047,RMSEA=0.093,CFI=0.96,TLI=0.933,RMR=0.921,模型拟合良好。

4.幸福感指数量表

采用坎贝尔(AngusCampbell)于1976年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IndexofWell-Being),共9
个题项,每个题项有7个等级,其中总体情感指数权重为1,生活满意度指数权重为1.1,总分范围

在2.1(最不幸福)和14.7(最幸福)之间[31]。经检验,问卷整体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7,信度

较高;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各项目因子载荷均大于0.84,x2/df=348.587,RMSEA=0.131,CFI

=0.957,TLI=0.943,RMR=0.051,模型拟合良好。

(三)程序及数据处理

运用SPSS26.0、AMOS26.0,以及海耶斯(Hayes)于2013年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四、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

本研究通过匿名调查、部分题项反向计分的方式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一定的控制,同时采

用 Harman单因子分析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未旋转时生成7个因子,解释了

75.43%的变异,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8.39%,小于40%,因此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

的共同方法偏差[32]。

各变量的相关矩阵见表1。相对剥夺感与网络语言霸凌呈显著正相关,与学业成就、幸福感

呈显著负相关;学业成就与网络语言霸凌呈显著负相关,与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幸福感与网络

语言霸凌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另外,通过测量发现,高职学生整体呈现高相对剥夺感、低网络语

言霸凌、高学业成就、高幸福感状态。
表1 各变量的均值、方差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相对剥夺感 网络语言霸凌 学业成就 幸福感

相对剥夺感 3.524 0.814 1

网络语言霸凌 1.245 0.474 0.313** 1

学业成就 4.059 0.574 -0.101** -0.152** 1

幸福感 11.134 2.798 -0.112** -0.127** 0.629** 1

 注:*p<0.05,**p<0.01,***p<0.001,下同

(二)单因素方差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检验高职学生的背景变量在相对剥夺感、学业成就、网络语言霸凌、

幸福感上有无显著性差异,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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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高职学生背景变量在四个变量上的差异性检验

变量
相对剥夺感

M SD
网络语言霸凌

M SD
学业成就

M SD
幸福感

M SD

性别

院校性质

户口性质

独生与否

母亲职业

父亲职业

男 3.610 0.957 1.378 0.609 4.117 0.677 11.290 3.049
女 3.490 0.747 1.192 0.397 4.036 0.526 11.072 2.690
T 89.661*** 658.724*** 81.698*** 25.099***

公办 3.510 0.793 1.231 0.454 4.062 0.554 11.245 2.712
民办 3.558 0.861 1.278 0.520 4.051 0.619 10.864 2.979
T 14.770*** 41.103*** 1.638 77.736***

农村 3.530 0.809 1.240 0.465 4.055 0.564 11.147 2.778
城镇 3.488 0.843 1.272 0.528 4.082 0.630 11.051 2.917
T 6.303* 10.653** 5.148** 2.821

独生子女 3.531 0.861 1.280 0.528 4.069 0.631 11.015 2.883
非独生子女 3.523 0.805 1.238 0.464 4.057 0.563 11.154 2.783

T 0.238 19.385*** 1.102 6.153*

机关事业单位职员 3.535 0.985 1.384 0.736 4.089 0.755 11.264 3.186
企业员工 3.512 0.803 1.292 0.505 4.083 0.646 10.984 2.808

个体工商业者 3.477 0.849 1.286 0.546 4.122 0.617 11.117 2.853
农民 3.528 0.806 1.232 0.455 4.050 0.559 11.161 2.774
其他 3.541 0.813 1.264 0.466 4.058 0.571 10.923 2.856
F 1.715 17.643*** 6.771*** 3.451***

LSD 1>2>3>5>4 3>1>2>5>4 1>4>3>2>5
机关事业单位职员 3.536 0.926 1.344 0.632 4.088 0.706 11.183 2.999

企业员工 3.508 0.813 1.278 0.478 4.091 0.627 11.002 2.826
个体工商业者 3.472 0.837 1.291 0.550 4.123 0.604 11.157 2.776

农民 3.531 0.809 1.230 0.456 4.050 0.560 11.166 2.784
其他 3.524 0.783 1.279 0.474 4.042 0.573 10.812 2.849
F 2.224 18.193*** 8.044*** 5.600***

LSD 1>3>5>2>4 3>2>1>4>5 1>4>3>2>5

  首先,性别在四个变量上均有显著差异(p<0.001),男生的各项水平均高于女生。其次,公
办与民办高职院校学生在相对剥夺感、网络语言霸凌、幸福感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表
现为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相对剥夺感水平与网络语言霸凌水平更高、幸福感更低。最后,在家庭背

景方面,户口性质在相对剥夺感、网络语言霸凌、学业成就上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为p<0.05、p<
0.01、p<0.01),表现为农村户籍学生相对剥夺感更高、城镇学生的网络语言霸凌与学业成就水

平更高。独生与否在网络语言霸凌与幸福感上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为p<0.001、p<0.05),表现

为独生子女的网络语言霸凌水平更高、幸福感更低。父母职业在其子女网络语言霸凌、学业成

就、幸福感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通过LSD方法多重比较发现,父亲或母亲为农

民时,其子女网络语言霸凌水平最低;父亲或母亲为机关事业单位职员时,其子女网络语言霸凌

与幸福感水平最高。
(三)学业成就在相对剥夺感影响网络语言霸凌中的中介作用检验

首先,采用海耶斯于2013年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 Model4(简单的中介模

型)进行检验。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在控制性别、院校性质、户口性质、独生与否和父母职

业的情况下检验学业成就在相对剥夺感和网络语言霸凌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结果(见表3)表明,自变量相对剥夺感对因变量网络语言霸凌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B=

0.177,t=45.947,p<0.001),且放入中介变量学业成就后相对剥夺感对网络语言霸凌的间接预

测作用依然显著(B=0.169,t=44.013,p<0.001)。同时,相对剥夺感对学业成就的负向预测作

用显著(B=-0.074,t=-15.048,p<0.001),学业成就对网络语言霸凌的负向预测作用也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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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11,t=-20.381,p<0.001)。
表3 学业成就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学业成就

B t se

网络语言霸凌
(加入中介变量“学业成就”前)

B t se

网络语言霸凌
(加入中介变量“学业成就”后)

B t se
性别 -0.092 -10.101*** 0.009 -0.161 -22.654*** 0.007 -0.171 -24.272*** 0.007

院校性质 -0.025 -2.831** 0.009 0.008 1.183 0.007 0.006 0.789 0.007
户口性质 0.009 0.713 0.013 0.012 1.161 0.01 0.013 1.275 0.01
独生与否 0.01 0.774 0.012 -0.005 -0.507 0.01 -0.004 -0.401 0.01
母亲职业 -0.004 -0.557 0.007 -0.016 -2.786** 0.006 -0.017 -2.894** 0.006
父亲职业 -0.015 -2.109* 0.007 -0.006 -1.143 0.005 -0.008 -1.457 0.005

相对剥夺感 -0.074 -15.048*** 0.005 0.177 45.947*** 0.004 0.169 44.013*** 0.004
学业成就 -0.111 -20.381*** 0.005
R-sq 0.016 0.124 0.142
F 47.379*** 409.329*** 417.425***

  此外,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对原样本构造5000个有放回的随机抽

样样本进行参数估计。结果表明(见表4),相对剥夺感对网络语言霸凌行为影响的直接效应,以
及学业成就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表明相对

剥夺感不仅能够直接预测网络语言霸凌行为,而且能够通过学业成就的中介作用预测网络语言

霸凌行为。该直接效应(0.169)和中介效应(0.008)分别占总效应(0.177)的95.5%、4.5%。
表4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效应值 Boot标准误 BootCI下限 BootCI上限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0.177 0.046 1.188 1.368
直接效应 0.169 0.006 -0.086 -0.061 95.5%

学业成就的中介效应 0.008 0.001 0.006 0.010 4.5%

  (四)相对剥夺感与网络语言霸凌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为了分析结果是否与假设一致,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 Model59(有调节的中介

模型),在控制背景变量的情况下进行幸福感调节效应检验。

结果(见表5)表明,首先,相对剥夺感与幸福感的乘积项对网络语言霸凌的预测作用均显著

(B=-0.008,t=-3.087,p<0.01),且学业成就与幸福感的乘积对网络语言霸凌的预测作用显

著(B=0.015,t=4.447,p<0.001),即幸福感能够调节网络语言霸凌的发生路径,这与假设 H3、

H4一致。
表5 幸福感的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学业成就

B se t
网络语言霸凌

B se t
常数项 2.858 0.055 52.074*** 1.800 0.086 20.965***

相对剥夺感 -0.057 0.015 -3.688*** 0.213 0.015 14.078***

学业成就 -0.170 0.018 -9.524***

幸福感 0.254 0.007 35.179*** -0.048 0.015 -3.118**

相对剥夺感×幸福感 0.006 0.003 2.206* -0.008 0.003 -3.087**

学业成就×幸福感 0.015 0.003 4.447***

R-sq 0.400 0.143
F 1497.192*** 307.721***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相对剥夺感与幸福感的乘积项对学业成就的预测作用同样显著(B=
0.006,t=2.206,p<0.05),该结果说明幸福感能够调节相对剥夺感对学业成就的预测作用,这是

前期预想所未涉及的新发现(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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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

同时,在幸福感的三个水平上,相对剥夺感与网络语言霸凌关系的直接效应呈下降趋势(见
表6),即随着幸福感的提升,相对剥夺感直接预测网络语言霸凌的关系减弱。

表6 幸福感不同水平上的直接效应值

幸福感 效应值 标准误 BootCI下限 BootCI上限

直接效应

M-1SD 0.0037 0.0012 0.0014 0.0062
M 0.0023 0.0006 0.0013 0.0035

M+1SD 0.0013 0.0005 0.0004 0.0024

  同时,本研究还采用Johnson-Neyman法(简称JN法)具体分析了各路径的调节效应是如

何随着调节变量取值的改变而变化的。JN图中,直线的斜率代表在调节变量的影响下自变量对

因变量的效应值;弯曲的虚线代表回归分析的95%置信区间,当95%置信区间包含0时,即虚线

与X轴有交点时,调节效应不显著,否则调节效应显著。
如图3所示,双曲线在幸福感的整个阈值[2.1,14.7]与X轴均无交点,即95%置信区间均不

包含0,因此幸福感在其整个阈值内对该模型的直接效应路径(相对剥夺感→网络语言霸凌)上
调节效应显著,假设 H3得到支持,即相对剥夺感对网络语言霸凌行为的正向影响力随幸福感的

增加而减弱。同理,如图4所示,幸福感在其整个阈值[2.1,14.7]对该模型中介效应的后半段(学
业成就→网络语言霸凌)上调节效应显著,假设 H4得到支持,即随着幸福感的提高,学业成就对

网络语言霸凌的负向影响力增强。此外,如图5所示,在本研究得出的新发现(幸福感能够调节

相对剥夺感对学业成就的预测作用)上,幸福感在其整个阈值[2.1,14.7]对该模型中介效应的前

半段(相对剥夺感→学业成就)上的调节效应同样显著,即随着幸福感的提高,相对剥夺感对学业

成就的负向影响力增强。

图3 幸福感在相对剥夺感与网络

语言霸凌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图4 幸福感在学业成就与网络语

言霸凌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图5 幸福感在相对剥夺感与学

业成就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五、研究讨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1.农村籍高职学生占比较大且相对剥夺感普遍较高

本研究发现,农村籍高职学生群体有两个特征。其一,农村籍高职学生占比较大。由样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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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无论是农村户籍学生占比接近90%,还是父亲或母亲为农民的学生占比接近80%,这些数据

都表明高职学生多半为农村出身。其二,农村籍学生的相对剥夺感更高、网络语言霸凌与学业成

就水平更低。一是与城镇籍学生相比,农村籍学生的相对剥夺感水平更高。这与高期待未得到

满足有关,初入大学的农村学子认为其大学生活将是光鲜亮丽的,但现实状况并非如此,由于农

村与城市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的不同,外加经济约束,大部分农村籍学生往往手足无措。这时农

村籍学生的参照群体是过去的自己,当已有的高期待与当下的低满足形成鲜明的反差时,就产生

了相对剥夺感。二是与城镇籍学生相比,农村籍学生的学业成就更低。这与教育资本的享有有

关,在以往教育资本享有上,城镇籍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氛围较农村籍学生更好,这为

其现有的学业成就打下了一定基础;在现有教育资本享有上,城镇籍学生依托城镇化进程发展,
在教育资源享有上较农村籍学生而言更丰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学业成就的获得。三是

与城镇籍学生相比,农村籍学生的网络语言霸凌水平更低,且当父亲或母亲为农民时其网络语言

霸凌水平最低。这可能由两方面导致,一方面与农村籍学生的上网习惯有关,与城镇籍学生相

比,农村籍学生上网时长、便捷程度更容易受限;另一方面与心理韧性的强弱程度有关,由于生活

环境的不同,农村籍学生生活中面临的不利因素较多,如贫穷、家庭暴力、自然灾害等,这在一定

程度上增强了农村籍学生的心理韧性,城镇籍学生则较少面临上述打击。这意味着当二者同时

处境不佳时,心理韧性能力更弱的城镇籍学生更容易发生非理性化宣泄行为。

2.民办高职院校学生心理状态相对不佳且网络语言霸凌水平较高

研究发现,不同办学性质院校的高职学生在相对剥夺感、幸福感与网络语言霸凌上存在显著

差异。第一,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的相对剥夺感更高。这与不平等感的产生有关,由于办学主体的

差异,我国的公办高职院校在生源质量与师资享有上明显优于民办高职院校。民办高职院校学

生认为,公办高职院校往往师资好、学费低、学习氛围佳,这就容易导致民办高职院校学生产生不

平等感,而强烈的不平等感是产生相对剥夺感的导火索。第二,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的幸福感水平

更低。本研究幸福感的测量包括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造成民办高职院校学生

低幸福感水平的原因可能与其较低的生活满意度有关。教育部的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学生对本

校环境、生活条件、教学设施等综合情况的感受为主要内容,对学生的院校满意度进行测评,相关

机构统计得出2021年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满意度分地区排行榜TOP10,该榜单显示学生生活满

意度得分最低且民办高职院校鲜有上榜[33]。这反映出民办高职院校存在整体认同感低、学生生

活满意度低的问题。第三,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的网络语言霸凌水平更高。这可能与生源质量有

关。尽管近两年高等职业教育一直处于扩招的状态,但公办高职院校凭借其众多优势在生源准

入方面仍保持高分数、高要求的标准,民办高职院校在这场“生源抢夺战”中常占下风,这就造成

与公办高职院校相比,民办高职院校生源质量更差。再加上社会人员等非传统生源的涌入,民办

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存在自觉性低、学业参与度不够、上网时间较长的现象。以上种种和高相对剥

夺感、低幸福感等不佳心理状态均能够诱发网络语言霸凌行为的发生。

3.相对剥夺感直接正向预测网络语言霸凌行为

研究发现,高职学生的相对剥夺感与网络语言霸凌行为的关系中,相对剥夺感不仅可以直接

预测网络语言霸凌行为,还可以通过学业成就间接预测,但相比之下,相对剥夺感对网络语言霸

凌行为的直接影响作用更强。针对直接作用,即相对剥夺感直接正向预测网络语言霸凌行为,印

证了挫折—攻击理论,即当个体陷入挫折状态后,个体产生的消极情绪相对剥夺感将导致个体心

理状态负性转化,进而产生网络语言霸凌这一攻击行为。我国高职学生群体常常深陷挫折状态。

一方面,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学历焦虑的加剧,学历歧视深入人心,在“学历至上”的社会背

景下高职学生求职问题十分严峻。另一方面,高职学生长期暴露于学历污名之下,研究显示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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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能力、热情和道德上的评价都显著低于本科生[34]。面临上述,高职学生往往找不到扭转

困境的方法,再加上专科层次教育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主体,高职专科与本科之间存在升

学路径狭隘、衔接不畅等问题,致使高职学生深陷“学历低、升学难”的挫折状态已久,因而高职学

生群体更易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发生网络语言霸凌行为。针对学业成就的中介作用,即相对剥

夺感通过学业成就间接预测网络语言霸凌行为,该结果可能与心理资本拥有与个人和学校联系

的紧密程度有关。这较好地验证了社会控制理论和心理资本理论,即当相对剥夺感能够很大程

度预测网络语言霸凌行为时,学业成就仍能够发挥“纽带约束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将高职学生

拉离越轨深渊。然而,高职学生往往缺乏学业成就的约束,该群体常被描摹成“学无出路”的社会

形象,在求职问题上屡屡受挫,以至于长期暴露于各种挫折状态,这就使得逃课、辍学等与学校联

系薄弱行为的大爆发。当学校不能发挥“纽带约束力”的作用时,高职学生群体网络语言霸凌这

一越轨行为的发生概率将大大增加。

4.高幸福感水平弱化网络语言霸凌行为、强化学业成就

研究发现,高幸福感确实能够弱化高职学生网络语言霸凌行为的发生,该结论不仅回应了本

研究题目的设问,同时也印证了公羊博弈论的真实性。此外,幸福感还能够强化高职学生的学业

成就,这与假设不一致。针对高幸福感能够弱化网络语言霸凌行为而言,一方面,幸福感能够调

节本研究的直接效应(相对剥夺感→网络语言霸凌),即个体幸福感水平越高,其相对剥夺感对网

络语言霸凌的正向预测程度越小;另一方面,幸福感能够调节本研究中介效应的后半段(学业成

就→网络语言霸凌),即个体幸福感水平越高,其学业成就对网络语言霸凌的负向预测程度越大。

该研究结果印证了公羊博弈理论,即幸福感能够降低人的攻击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幸福感导致

的人格平衡功能有关。动力平衡理论认为,人格特点具有的平衡功能会使主观幸福感回返到平

衡水平[35],从而使人不受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高幸福感个体拥有健全的人格功能,这意味着

即使高职学生群体常暴露于求职不利的挫折状态和学业不佳的低成就感水平,其协调的人格总

体仍能够平衡掉相对剥夺感引起的负性情绪,抑制个体网络语言霸凌行为的发生。

针对高幸福感强化学业成就而言,研究结果显示,幸福感调节中介效应的前半段(相对剥夺

感→学业成就),即高职学生幸福感水平越高,其相对剥夺感对学业成就的负向预测强度越小,这

是已有假设尚未涉及之处。该结果可能与幸福感导致的高确定性和归因方式有关。所谓高确定

性,乃是自我的确定性和自我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确定性,高幸福感将导致高确定性[36],而高确定

性个体能够成功归因且产生积极的学习情绪。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定位问题一直是高职

发展的难点和痛点[37],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难”将导致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定位难”,高等职

业教育发展的诸多不确定性一定程度影响到高职学生的幸福感水平,导致高职学生学业价值选

择的茫然和学业情绪的混乱,从而影响其学业成就。

(二)对策与建议

1.填平职普鸿沟:办好类型教育提升职业教育地位

首先,破除职业教育偏见。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及其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并不看好,对学生

的偏见主要集中在学历和品行两方面。就学历歧视而言,随着2022年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教育法》的发布,显性学历歧视被明文阻止,隐性学历歧视仍层出不穷。要铲除隐性学历歧视,

就是要扭转用人单位及社会的“职业学生劣等论”。因此,相关部门与各职业院校应做好舆情处

理工作,对污名宣传予以矫正。此外,各大媒体应丰富对职业教育的宣传种类、优化宣传内容,如

充分利用短视频宣传平台、精制系列纪录片,以加强对职业教育的正面宣传。就品行偏见而言,

由于部分不良媒体对高职学生群体的刻意抹黑,导致社会对高职学生不良刻板印象已逐渐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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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研究显示,高职学生网络语言霸凌水平接近1(最低值),这意味着高职学生群体并非不堪,

因此本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剔除社会各界对高职学生群体的道德品行歧视。其次,健全职业教

育升学体系。高职学生在学历提升上常面临通道窄化固化、低平台化的问题,这意味着高职学生

不仅缺少畅通灵活的升学通道,也鲜能进入高层次发展平台。为扭转上述情况,一方面应保证

“专升本”升学方式灵活化,在适度增加录取人数的同时为有意向升学的学生制定个性化培养目

标,以达到不同类型教育的目的。另一方面应加快职业教育本科层次建设,为高职学生提供更多

更高级的发展平台。不仅要巩固已有职业本科院校的建设基础,如强化人才培养目标的特色性、

完善课程体系建设,还要灵活增设职业本科试点,在高职院校整体升为职业本科院校的基础上,

鼓励部分高职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的特色专业加入职业本科建设中来。

2.提升社会支持:多方协助建立高职学生保障体系

社会支持对高职学生尤为重要,其不仅为心理建设的重要壁垒,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依托。

同时,高程度的社会支持也能预防高职学生越轨行为的发生,而社会支持网络的搭建应为多方协

力的结果。其一,校社合力提高高职学生群体生活保障。传统经济学认为财富的增加是提升人

幸福程度的最有力手段[26],但增加高职学生的“财富”应为校社合力的结果。因此,高职院校应

健全高职学生资助系统,如推动受资助对象认定标准灵活化、评价机制健全化、管理系统信息化,

助力精准资助工作开展。此外,高职院校还应重点建设发展型助学体系,重视受助学生的职业规

划与心理发展,充分发挥发展型助学的价值引领作用,重视受助学生的发展型需求。同时,社会

各界还应加大对高职学生群体的资助力度,如设立种类丰富的奖助学金激发其学习和服务社会

的动力。其二,重点关注农村高职学生群体。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把资本划分为三种类

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38]。针对农村籍学生而言,原生家庭给予的经济资本与文化

资本相对偏低是导致其相对剥夺感较高的因素之一。尽管并不能补足农村籍学生家庭资本享有

的缺陷,但仍能够在其社会资本的增加上下功夫,内外双管齐下加大对农村籍高职学生的呵护力

度。对内,加固学生内生型社会网络,高职教师应给予农村籍学生更多关怀以增强农村籍学生社

会网络密度,院校应鼓励农村籍学生参与课外活动结交新友以扩大农村籍学生社会网络面积;对

外,打造农村籍学生外延型社会网络,为农村籍学生的就业发展提供特殊通道,提高农村籍学生

的就业竞争力,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农村籍学生参与农村创新创业实践。

3.缩减发展差距:全方位共治提升职业院校吸引力

尽管研究显示,办学性质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心理状态和不良行为发展,但并不

意味办学主体能够直接决定院校的办学质量。因此,无论是民办高职院校还是公办高职院校,都

应从自身找问题、抓发展、促进步。一方面,高职院校应立足自身厘清治理的多重逻辑与发展的

关键问题。在校园基础建设方面,通过广建图书馆、精建学生学习生活校舍、建设个性化学生活

动场地满足学生高质量的生活学习要求。在办学理念方面,应建立灵活的管理模式和以人为本

的管理理念,在保障学生各项权利的基础上搭建“学生建言献策平台”促进双方沟通。同时,高职

院校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和办学实际,合理开设专业、设置特色课程,提高教学实训资源使

用效率。在生源准入与规划方面,高职院校应构建传统与非传统生源合作学习主体。非传统生

源的涌入并不表示生源质量将直接变低,传统生源可塑性更强、活力更充沛、思维更灵活,非传统

生源往往阅历更广、目标更明确、动机强,因此二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优势互补,高职院校可以以

此为着眼点促进二者合作学习。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还应规范学生网络使用情况。高职院校应

健全网络语言霸凌的相关规定,对破坏者予以严处。此外,也可联合教师及学生建立相关巡查监

督队伍,使用大数据等相关技术,通过统计分析精准把控高职学生网络使用状况,对网络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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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行为及时干预。加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是根本,因此高职院校应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网络,

如通过开设相关讲座提升学生对信息的甄别能力,增强其隐私保护意识。

4.重视心理发展:构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立体网络

研究显示,高职学生的负性情绪相对剥夺感水平偏高且家庭背景导致学生之间心理状况存

在差异,为消解该情况对学生发展的阻碍,可从两方面着手。其一,高校应从实际出发探寻适合

当下背景的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路径。一方面,政校“双主角”构建多维一体心理育人模式。

政府为主角帮助高职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发展走入正轨,如加大对职业教育体系中心理健康教

育的经费支持、引入先进的教育测量工具、完善设备设施、吸纳整合高质量的教师团队等;学校为

主角养成学生健康自信发展的整体氛围,如优化院校的校园文化质量、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提升学生的自我认同感等。另一方面,课上课下“双渠道”有针对性地优化学生心理健康状

况。课堂教学是提升心理健康质量的主渠道,因此高职院校应注重提升思政课程的心理育人价

值,创设实效性挫折教育课程,以实现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更新迭代;课下沟通是提升心理健康

质量的次渠道,因此高职院校应提升心理健康测评的频率、完善多主体评价体系、搭建一对一师

生线上心理沟通平台,以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的高效个性化服务。其二,从高到低稳定高职学生学

业情绪。本研究发现高幸福感导致的稳定学业情绪将强化学生的学业成就,因此高职学生的心

理健康教育不仅应涉及日常生活,还应涉及学习活动。从高层次而言,职业教育的发展应坚守培养

技术技能人才的理念,完善多元主体办学机制,推动产教融合深度发展;从低层次而言,职业院校应在

发展中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在管理中形成特色考试评价体系,在专业设置上优化结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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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Well-BeingReduceAggression?
———AnAnalysisofConditionalProcessModelBasedonHigherVocationalStudents􀆳CyberVerbalBullying

XUXiaorong1,2,HUJiasi2
(1.CenterforStudiesofEducationandPsychologyofEthnicMinoritiesinSouthwestChina,

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Inordertoexplorethecurrentsituationofhighervocationalstudentsandtheoccurrencemechanismofcyber
verbalbullying,thisstudyconstructsaconditionalprocessmodelbasedontheexistingliteratureandthetheoriessuch
asFrustrationAggressionTheoryandRamGameTheory.Theinvestigationandanalysisof20233highervocational
studentsbyquestionnairemethodhasthefollowingfindings.(1)Ruralhighervocationalstudentsaccountforalarge
proportionandhaveahighersenseofrelativedeprivation;(2)Thepsychologicalstateofhighervocationalstudentsin
privatecollegesisrelativelypoorandthelevelofcyberverbalbullyingishigh;(3)Relativedeprivationdirectlyand
positivelypredictscyberverbalbullying;(4)Highwell-beingcanweakencyberverbalbullyingbehaviorandstrengthen
academicachievementbehavior.Thisstudyclarifieshowrelativedeprivationaffectscyberverbalbullying(Theinterme-
diaryroleofacademicachievement).Atthesametime,thisstudyalsoansweredthequestion“CanWell-BeingReduce
Aggression?”.Theresearchresultshavecertainsignificanceforthesuppressionofcyberverbalbullyingbehaviorand
thestrengtheningofacademicachievementbehaviorofhighervocationalstudents.Inaddition,thisstudyalsoprovides
empiricalevidencefortheregulatoryroleofwell-beingintheprocessofaggression.
Keywords:highervocationalstudents;relativedeprivation;cyberverbalbullying;well-being;academic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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